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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时到战后
∗

———东亚总体战体制的形成与演变

久保亨

内容提要　 ２０ 世纪东亚的总体战体制形成于日中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

本及中国。 在日本国内，为发动侵略战争而采取了构建战时经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

策，这些政策影响到殖民地。 而在中国，则为抵抗侵略而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动员国民，同
时也对实施宪政、实现民主进行摸索。 二战时期曾被日本统治的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

亚，战时体制成为促成其战后民族独立的要素之一。 二战结束后，在日本，战时的计划和

统制体系被应用于战后重建，在战时经济解除后依然发挥影响。 而在中国，战时统制经济

在二战结束后曾暂时中断，而后再度复活。 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下，在朝鲜战

争爆发后，又为构建强有力的战时体制而选择了彻底实行计划经济的道路。
关键词　 总体战　 战时经济　 经济统制　 国民精神总动员　 战后中国

前　 言

２０ 世纪的东亚，曾几度遭战争蹂躏，各地形成的战时体制，对战后社会经济各方面产生了重大

影响。 日中战争爆发后，日本为扩大侵略战争而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中国则通过召开国民党临时

全国代表大会，团结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方势力，以巩固对日抵抗体制。 另一方面，试图建立总体

战体制的日本国内动向，也曾影响到当时的殖民地朝鲜、台湾地区，进而波及“满洲国”、华北等日

军占领区。 战争结束、冷战开始后，日本逐步解除了战时体制，但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朝鲜半岛等

地的战时体制则被重组和强化，并成为新的国家体制的基础。
本文拟将战时至战后的体制作为同时代全球性现象来把握，以探讨东亚各地形成的体制的多

样性特质。 本文部分内容是基于拙文《东亚的总动员体制》修改而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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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体战设想的起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呈现总体战形态，各国皆动员经济、社会方面的所有力量，牺牲多达 １１００ 万

人。 为此，各国也越来越重视总体战，在平时即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以备战时之需。
日本于 １９１８ 年 ４ 月制定了军需工业动员法，使政府可在战时直接管理军需工厂①，这是为应

对前一年爆发的俄国革命而采取的措施。 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的动向是追求和

平、谋求裁军，故该动员法实际并未启动。 但以军部为核心要求准备总体战体制的动向在日本不断

加强，１９２７ 年终于有资源局之设立。 该局是进行人员及物资资源的统制计划，并为此进行必要调

查的机构，是日中战争开始后所设的企画院的前身。 １９２９ 年，日本制定资源调查法和资源调查令，
赋予资源局以强大权力。 从 １９３０ 年开始，日本为研究相关必要法律制度而召开总动员计划会议，
其核心即资源局。

中国也有人关心战时经济。 １９１７ 年 ８ 月，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农商部设经济调查会，１９１９ 年 １
月，国务院又设战后经济调查会。 前者目的是调查“制定战时、战后应实施之经济措施”。② 但该时

期中国围绕总体战的动向尚缺乏组织性和连续性，最终几乎未产生任何具体成果。

二、 日本的总体战体制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日本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开始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对日

本形成战时经济具有重大影响。 为摆脱萧条、充盈国力，日本制定了加强管理对外经济的一系列法

律制度，如防止资本逃避法（１９３２ 年 ６ 月）、外汇管理法（１９３３ 年 ３ 月）等，还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

法（１９３１ 年 ４ 月），政府可据此核准有关行业就销售价格、生产数量等达成的协定。 但这些加强经

济统制的动向乃以民间资本积极配合为前提，尚非国家主导。 即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以前，日本

尚未完成动员全国投入战争的体制。
１９３７ 年日中全面战争爆发，是日本迅速构筑总体战体制的分水岭。③ 同年 ９ 月，国会通过进出

口商品等《临时措施法》和《临时资金调整法》，此可谓最早的对经济统制的正式立法，赋予政府实

施有关限制的权限。 前者主要从进口物资方面限制购入生产手段，后者则从货币方面限制设备投

资。 １０ 月，负责编制“生产力扩充计划”的企划厅和资源局合并为企划院，成为战时经济统制的核

心机关。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日本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取代原《军需工业动员法》，自该年起每年均编

制物资动员计划。 《国家总动员法》是将所有经济活动置于国家统制之下的立法措施，其目的是

“统一运用人力及物资资源，以最有效地发挥国家所有力量，实现国防目的”。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基于企

划院制定的计划案，内阁会议通过生产力扩充计划要纲，以谋求大幅增产钢铁、煤炭、碳酸钠、车床、
船舶等。 而为应对动员兵力充实军队（１９３６ 年为 ５６ 万人，１９３８ 年增至 １２９ 万人，１９４２ 年增至 ２８１ 万

人）和扩充军需产业造成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和名义工资上涨，还实施了用工统制，以限制工人流动和

工资上涨。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日本颁行国民征用令，开始编制劳务动员计划，并将殖民地也纳入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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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日本还因应战争需要而加强了对政治和社会的整合。① 早在 １９３６ 年“二·二六事件”以
后，军部的政治影响即已扩大。 日中战争爆发后的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内阁会议已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

计划，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亦于 １０ 月成立，帝国在乡军人会、海军协会、大日本联合青年团、爱
国妇人会、全国神职会、佛教联合会等各类社会团体均加入该联盟。 日本还开展了国民精神总动员

运动，在全国各地举行演说会、讲习会等，向国民灌输“日本主义精神”，强制国民配合实施国策。
一直推动劳资协调的半官半民性社会团体协调会，于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结成了产业报国联盟。 其后，该
联盟在各工厂、公司开展组织工作，并于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促成了以工人为对象的官方国民运动团体大

日本产业报国会的成立。 在政界，自 １９３７ 年底，为实现举国一致而成立新政党的动向开始活跃，并
仿纳粹呼吁解散所有政党，以成立“一大强有力新党”。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大政翼赞会因之成立。 再观

诸情报管制，内阁情报委员会扩大改组为内阁情报部，以控制、统辖情报领域。② 内阁情报部不仅

独自开展宣传，还召集各省厅及军方人员举行“思想战讲习会”，同时任命朝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

闻社、同盟通信社、ＮＨＫ、讲谈社、东宝映画等民间媒体代表为“参与”，以加强对大众媒体的统制。
但是，日本的总体战体制也面临各种问题。 在大政翼赞会成立时，各种势力的目的并不一致，

尤其以军部、部分右翼为中心的势力试图通过“一国一党”重新组织国民，而其他右翼势力及内务

官僚，则意图将所有国民编入部落会、町内会、邻组等末端行政机构。 上述两者之对立，于 １９４１ 年

４ 月终于导致大政翼赞会总部人事更迭，纳粹性质的国民重组尝试遭遇失败。③ １９４１ 年亚洲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大政翼赞会于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将官方组织的国民运动六团体（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农业

报国联盟、商业报国会、日本海运报告团、大日本妇人会、大日本青少年团）纳入旗下，８ 月在部落

会、町内会设置大政翼赞会专职联络员。 就这样，具有行政辅助性质的大政翼赞会成为日本总体战

体制的核心。 该会在官员、警察的指示之下执行民众动员，这与在基层国民运动支持下而发展起来

的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情况不同，在动员民众方面也呈现出其局限性。
日本的总体战体制在经济方面也遭遇无法克服的障碍。④ 日中战争长期化导致军用需求增

加，１９３９ 年世界大战爆发使军需物资价格攀升，１９４０ 年以后美英荷实施经济制裁使日本无法继续

获取铁矿石、石油等，致使 １９３２ 年至 １９３７ 年间增长率曾高达 ６􀆰 １％的日本经济，在 １９３７ 年以后几

乎陷入零增长。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日本对美英荷开战，目的在于对东南亚至南太平洋之广大区域实行

军事占领，以实现军需物资自给、构筑足以持久的战时体制。 但较之欧美列强，日本的重工业及化

学工业的生产力水平仍处于劣势，仍然缺乏用以进口机械设备、原料和燃料以扩充生产力的外汇。
更为严峻的是，随着战争日趋激烈，船运能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已无法确保生产所必需的原料、燃料

的运入。⑤ 用以运输民用物资的船舶，运输量在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开战时为 １５０ 万吨，经捕获敌船和新

造、军方解除征用等，１９４２ 年下半年超过 ２００ 万吨；但因战局恶化，不断有轮船被击沉，至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已不足 １００ 万吨。 这种情况下，日本甚至已无法维持本国的经济活动。

三、 中国的战时体制

面对东北被日本占领和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严峻局面，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中国，舆论对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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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论、计划经济论的论述也日渐活跃。 成立于 １９２３ 年，曾认真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策略的中

国经济学社，进入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开始关注欧美市场经济的失败及其对策，以及苏联计划经济的

发展状况，并选定“中国施行统制经济政策之商榷”为 １９３４ 年第 １１ 届年会的主题。 针对经济官员

罗敦伟推动统制经济发展的主张①，经济学家马寅初认为中国很难实行统制经济；而另有学者如谷

春帆，则将统制经济重新定义，认为统制经济并非必须如计划经济那般严格，并在这一范围内探讨

有可能实施的政策。②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以对日本侵略的严重危机感为背景论述其民族主义主张的杂志———
《独立评论》。 该杂志颇具影响，翁文灏（１８８９—１９７１，浙江人，曾留学比利时的地质学家）曾给该杂

志投稿，严厉批判过去的经济政策缺乏计划性，同时高度评价苏联的五年计划极有参考价值，对计

划经济体系和重视内陆的政策表示赞赏。 经翁建议，并在蒋介石支持下，军方参谋本部于 １９３２ 年

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以集结技术官僚，准备构筑战时统制计划经济。 １９３５ 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改

组为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逐渐成为支撑中国战时经济的核心机关③，由翁文灏

任主任。 资源委员会于 １９３６ 年编制的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展现了其野心勃勃的设想，即为应对将

来的战争，要投入 ２􀆰 ７１２ 亿元国家资金，短期内在湖南等地建成钢铁、铝、硫铵、汽油、发动机、电动

机器制造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并开始作资金安排、公司遴选等具体准备。 但后来因日中战争爆

发，该计划不得不大幅调整。
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时，中国几乎没有形成战时体制。 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于 １９３６ 年刚刚

着手，１９３４ 年开始的新生活运动也并非为建立战时体制，而是以向一般民众普及秩序井然的近代

生活方式为主要目的。④ １９３８ 年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后，中国才终于开始巩固

举国抵抗侵略的体制基础。 在吸收共产党员、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此次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国

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宣称要“使全国力量得以集中团结，而实现总动员之效能”，同时提出支援民

众的抗日游击斗争（第 １０ 条）、扩大民众参与政治（第 １２ 条）、实行计划经济和扩大战时生产（第 １７
条）、动员全国民众（第 ２５ 条）等方针。

其后，为遂行抗战，统一权力的动向愈益加强。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创设

党、政、军一元化的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 同年 ３ 月，政府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

纲领》。 该纲领立足于“须动员全体民众之精神”的观点，强调人员和物资皆须重视组织，通过努力

抗战巩固战后国家建设之基础。 纲领制定后，各地、各工作场所及学校皆每月举行“国民公约月

会”，参加民众聆听有关内外形势的演讲，宣誓“国家至上、军事第一”。⑤ 此外，同样在 １９３９ 年，部
分地区开始实施新县制，省政府将部分权限委诸县政府，以提高县政府的统制能力，中央政府对地

方行政的把握因之得到加强。 为能够在行政末端完成抗战所需的征粮、征兵工作，还鼓励纠正不公

平负担、鼓励告发地方有影响人物的不正当行为。⑥ 同时，对妨碍“一致抗战”的势力则持警惕态

度，国民党就曾在上述中央委员会上决定《异党活动限制办法》，试图限制共产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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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１９２３—１９５３）》，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２４９—２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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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２００４ 年、３４１—３５８ 頁；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卷，台北，综合月刊社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６１１—６１３ 页。
笹川裕史、奥村哲『銃後の中国社会：日中戦争下の総動員と農村』、岩波書店、２００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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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较之日本由政府主导的总体战体制，中国的战时体制内容不尽相同；虽然也与日本

一样试图将国内各种势力置于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元化领导之下，但同时也尽量

尊重各种势力的主体性，扩大他们参与政治的机会，以动员其参加抗战。 如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举行的第

四次国民参政会，就通过了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实行宪政的提案。 同年 １０ 月，青年党、国家

社会党、救国会等小党派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１９４１ 年 ３ 月改组为民主政团同盟），并开始在西南

各城市开展要求早日实施宪政的运动。
国民政府对宪政运动的蔓延持警惕态度，遂于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改组国民参政会，将民主政团同盟

的部分成员排除出去，同时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加强了对言论、出版的统制。 然而，１９４３ 年以后，国
际潮流大方向是反对强化统制、摸索自由主义的战后秩序。 在此背景下，要求实施宪政的舆论再趋

高涨。① 国民党被迫予以应对，于同年 ９ 月约定将在抗战胜利后一年内实施宪政，并于 １１ 月成立

宪政实施协进会。 翌年即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亦接纳个人成员的中国民主同盟，宪
政运动的影响得以扩大。 国民党政权在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重申将在党主导下实施宪政的计划，并召开第

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就这样，中国在战时体制下加快了实施宪政的步伐。
观诸经济，中国战时经济的核心是上述资源委员会。 日中全面战争爆发后的 １９３８ 年，扩大、改

组的资源委员会，采用以国营企业为主体的计划经济和国家统制手段来管理经济，谋求发展重工业

和化学工业、开发内陆地区，这些特征相互关联和影响。② 以重庆为临时首都的国民政府，一面将

部分工厂从沿海地区迁至四川、云南等内陆地区，一面向近代工业发展极其落后的地区投入巨额国

家资金，建立冶铁、机械、电器、化学等国营近代工厂。 石油开采及发电部门也发展国营企业，试图

构建支撑军需的体制。 而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就是资源委员会。 重庆政府统治地区的工业生

产，自 １９３８ 年至 １９４２ 年间增长 ５０％以上；虽然该地区在全国所占比重仅有 １０％ ，产品质量也存在

不少问题③，但在内陆地区建立国营军需工业以抵抗侵略的历史经验，对后来中国经济的布局和发

展的影响，绝不可小觑。
在战时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是贸易统制。④ 如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的取缔敌国品条例和禁运利敌

物资条例所示，该项统制的主要目的，当初主要在于阻止日本商品流入中国方面统治区域，及中国

方面物资流入日方占领区。 同时，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成立的贸易调整委员会（１９３８ 年

改组为隶属财政部的贸易委员会）则对供出口的农产品、矿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其下设有三个国营

贸易公司。 此举乃为进口军需品而确保供出口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建立债务偿还体系以维持信用，
继续从外国获得借款。

但是，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情况为之一变。 因为维系中国方面统治地区和外国联系的通商

路径被截断，中国方面统治地区的物资匮乏因之日趋严峻。 为此，政府调整了贸易统制目标，主要

谋求获得物资。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再次公布了战时进出口物品管理条例，放宽了对进出口的统制，允许

进口有关国防建设的物资及日常生活必需品。
经济统制的另一重要支柱是物价统制和生产统制。⑤ 重庆政府于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公布《非常时期

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同年 １２ 月，在财政部之下创设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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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元哉「戦時言論政策と内外情勢」、石島紀之、久保亨共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２８５—２９３ 頁。
郑友揆等：《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１９３２—１９４９）：史实与评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
久保亨「戦時の工業政策と工業発展」、石島紀之、久保亨共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１８２、１８８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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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９ 年、２１１—２１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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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２０００ 万元的物价调节机构平价购销处，开始对粮食、布匹等日用生活物资实施物价统制。 不

过，该处的下级派出机构仅在重庆市内有 １９ 处，其他省市有 ４ 处，要抑制物价存在极大局限。 １９４１
年开始设定日用生活物资的价格上限，１９４２ 年 ２ 月成立物资局，以之作为物价统制的关键部门。
但是，后来仍未能实现物价稳定，该局亦于同年 １２ 月被裁撤。

其后，隶属财政部的花纱布管制局自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开始实施对棉花、棉纱和棉布的生产统制和

价格统制，即将每捆棉纱的利润固定在 ２０％ ，只有满足该条件，才允许棉纺业者采购棉花。 但因原

料棉花供应量本身大幅减少，花纱布管制局最终并未完成其统制目标。 农民不愿接受低价出售棉

花的政府规定，致使相当数量的棉花从重庆政府支配区流入日军占领区；统制的加强，也使棉纺业

者失去了经营兴趣。 就这样，重庆政府所实施的物价统制和生产统制，因政府本身缺乏行政能力，
再加环境恶劣，最终未能取得充分的成果。

此外，在日军难以有效支配的西北内陆等地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主的抗日根据地政权。 但

中共以独立自主为优先的战略，却激化了与国民政府的紧张关系，抗战伊始曾从国民政府获得的财

政援助亦被取消，致使根据地在日军经济封锁下陷入严峻的经济困难。 为打破这种危机局面，中共

动员其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致力于垦荒增产。 此即中共的战时经济经验。

四、 日本殖民地和占领区的战时体制

日本国内加强战时体制的动向，不久即波及殖民地及日军占领区。 不过，各地具体情况不同，
所呈现的状况也各不相同。

在朝鲜，朝鲜产业经济调查会于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决定实施工业统制，并制定了振兴冶铁、轻金属

等工业的方针。 日中战争爆发后，日本的经济统制法也被应用到朝鲜。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朝鲜时局对

策调查会为实现“经营大陆之兵站基地使命”，提出彻底实施“皇国臣民”化政策，并重点发展轻金

属、人造石油等军需工业的方针。① 由于该时期以北部为中心推进工业化政策，１９３２ 年以后的工业

产值较前一年持续高速增长，其幅度达 １８％—３９％ ；１９４０ 年工业生产占总产值的比重已达

４１􀆰 ３％ 。 同时，为弥补日本劳动力匮乏，１９３９ 年 ７ 月以后，以日本企业主集体招募形式，主要在朝

鲜半岛南部实施劳工动员计划。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进一步扩大实施区域，同时由设于朝鲜总督府的朝

鲜劳务协会负责征募和训练劳工。 经实施此项措施，１９３９ 年至 １９４５ 年被征募到日本的劳工总数

超过 １００ 万人，而通过朝鲜国内征募、官方斡旋，参加勤劳报国队等组织起来的劳工多达 ４８５ 万人。
此外，朝鲜还于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成立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朝鲜联盟。 该联盟后来成为组织朝鲜民众

悬挂太阳旗、参拜神社、遥拜天皇皇宫、诵唱“皇国臣民”誓词以及彻底实施勤劳奉仕的最重要组织

之一。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该联盟改组为“国民总力朝鲜联盟”。 同年 ２ 月，日本将其户籍制度引进朝

鲜，强制朝鲜民众全家同“姓”，并鼓励其改取日本式名字。
另一项推进内容则是动员入伍。 早在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朝鲜即已公布陆军特别志愿兵令，建立了

对志愿入伍者实施 ６ 个月政治思想教育的制度。 海军特别志愿兵令则于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公布，而此前

即同年 ３ 月颁布的修正的兵役法，使日军在朝鲜亦可实施征兵制度。
台湾地区实施战时经济体制的准备，要晚于“满洲国”及朝鲜。 这是因为台湾地区的重工业和

化学工业欠发达，且军方对台湾总督府的影响已经减弱。 但 １９４１ 年 ４ 月，台湾总督府内设企划部，
开始对钢铁、机械、轻金属等制造、销售实施统制。 同年 １０ 月召开临时台湾经济审议会，决定了扩

９
① 武田幸男編『朝鮮史』、山川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３０９—３１８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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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需工业的方针。 这是因为，随着 １９４０ 年日本进驻法属印支、决心进军南方，台湾地区已成为其

前沿基地。 按日本国内标准制定的法律制度被适用于台湾地区①，１９３９ 年开始制定的针对台湾地

区的劳务动员计划，也从 １９４２ 年起改称国民动员计划。 １９４０ 年所设劳务协会，后来改组为台湾产

业奉公会。 但台湾地区在战时的工业化本来开始即晚，且开始后即面临资材、原料困难，最终并未

取得重大成果。
台湾地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特点在于其动向与行政机构彻底融为一体，比如连运动总部

也设在总督府内。② 而观诸其具体活动，也仅限于强调全面宣传战争、彻底教化民众，而并未有向

民间渗透的趋势。 后来虽有皇民奉公会作为台湾版大政翼赞会于 １９４１ 年成立，但其为行政所主导

的性质并未改变。
动员台湾地区民众入伍的计划也被付诸实施。③ 在日中战争开始后不久，就有台湾人作为运

送军需品的劳工（军夫、军属）被征召，其人数在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达 ９５００ 名。 不过，军方和总督府对向

占居民大多数的汉族发放武器、动员其前往中国战线持警惕态度，因而动员台湾民众入伍的工作比

较迟缓。 直至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才终于决定在台湾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比朝鲜晚了 ３ 年多。 同年 ３
月，台湾教育令被修改，建立了国民学校制度，以通过战时教育把台湾民众锤炼为“皇国民”。 亚洲

太平洋战争时期，台湾原住民对热带军事行动的高度适应能力受到关注，“高砂义勇队”因之被组

织起来。 被派往南方的“高砂义勇队”，不仅承担运输及修筑道路的工作，也被征用为兵员参加战

斗。 随着战局恶化，日本苦于兵力匮乏，遂决定自 １９４５ 年起在台湾地区也实行征兵制。
而在中国东北地区，日本驻军即关东军首脑早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即在构想战时体制。④ 关

东军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后，即配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将其构想付诸实

施。 关东军 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内部制定的《满蒙开发方策案》中明确提出，将追求军需资源自给，“实现

内地（日本国内）及殖民地（朝鲜、台湾）与满蒙一体化，在企划经济下实行统制”。 “满铁”成为国

家综合开发机构，其经营范围包括港口、煤矿、冶铁等，并招揽了制定开发计划的人才。
关东军和“满铁”为中心制定的长期计划，在“满洲国”建立一年后的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作为《满洲

国经济建设纲要》公开发表。 为“加以国家统制，充分利用资本效果”，纲要提出了通过公营事业或

特定垄断企业发展重要产业的原则。 其后，关东军依据国内陆军省于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制定的《满洲开

发纲要》，于同月拟定了《满洲国第二期建设纲要》。 根据这些纲要，“满洲国”、关东军和“满铁”三
方制定了拟于 １９３７ 年开始实施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然而，日中全面战争于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爆发，日本对钢铁、煤炭、镁等军需物资需求大增，日本国内

要求大幅增加这些项目的规模，因之，投入资金总额以采矿工业部门为中心增加一倍，达 ５０ 亿日

元，以后的每年也仅重视对重点资源的开发。⑤ 其结果，“满洲国”的经济开发与中国国内其他地区

的经济彻底脱节，冶铁业、煤炭产业等规模异常庞大，为后世留下了严重扭曲的产业结构遗产。
在华中地区，１９３８ 年 ８ 月，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成立，主要开发和经营交通、通信、电力、矿业、工

业、水产业等。 该公司资本计 １ 亿日元，日本政府出资一半，其余从民间企业募资。 该公司通过旗

下子公司开采铁矿石、煤炭，并维持铁路运输，同时致力于恢复、维护上海等地的城市机能。⑥ 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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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月又以同样方式成立了资本 ３􀆰 ５ 亿日元的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并成立其子公司华北交通（铁
路）、华北电业（电力）、华北电电（电报、电话）等。①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投融资的 ７０％ 集中在铁路

经营、港口建设等交通部门。 一般民间企业也在国策公司支援下大举进入中国，尤其在华北，重建

了石景山钢铁厂（首都钢铁公司的前身），建设了机械厂如丰田汽车、小丝制作所，以及各种重工业

及化学工业设施。 至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华北冶铁设备年产量达 ７５􀆰 ６ 万吨，建成了送配电系统。②

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也曾试图在南方各占领地建立战时体制。 下面就荷属东印度

（现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作一概括。
在日本占领印尼前，荷兰几乎未曾在此地构建战时体制。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日本开始进攻东南

亚，翌年 ３ 月几乎控制印尼全境，并开始实施军政。 作为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工作之一环，组织了协

助行政的社会团体如警防团、青年团等，并开始实施“民众总力结集运动”（Ｐｕｔｅｒａ），以聚合这些团

体的成员。③ 后来，因战况不利，日本不得不动员当地居民，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公布了组编义勇军以防卫

乡土的方针。 接受过训练的义勇军，在爪哇有 ３􀆰 ８ 万人，苏门答腊有 ７５００ 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这些义勇军形成了与荷兰进行独立战争的印尼军队的核心战斗力量。④

由于印尼经济不断发生问题，日本穷于应对，故而最终未能构建战时经济体制。 比如，受亚

洲太平洋战争影响，域内贸易减退，外岛各地食米短缺，日本军政当局于是在爪哇等地强制征收

食米。 但此举招致农民反对，并纷纷消极抵制，因而未能取得实效。 此外，尽管日本为优先确保

军需而控制了爪哇岛的所有物资，但最终仍出现物资短缺、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 而且，由于

财政困难，日军在占领区滥发军票，进一步加剧了通胀。 为确保石油资源，日军还动员 ２０—３０ 万

爪哇人充当劳动力，称他们为“劳务者”，强迫其劳动，与之签订虚假合同，这招致了印尼人对日军

的强烈反感。

五、 战时体制在战后的继承与演变

东亚各地在战时体制中形成的各种要素之一部分，在战后得到继承。 但如何看待战时至战后

的延续和演变，则须依据各地的历史条件加以慎重考察。
先看日本，在其战后初期的经济恢复中，战时形成的计划与统制体系得到了利用。⑤ 进口受到

占领军全面统制，１９４６ 年 ３ 月的物价统制令和 １０ 月的物资供需临时调整法，赋予了政府以统制价

格和数量的权限。 政府制定了相当于战时物资动员计划的物资供需计划，并在此计划框架内推动

以恢复和扩充煤炭产业、钢铁产业为重点的倾斜生产。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又成立复兴金融金库，以对该

计划提供资金支持。
上述战后初期的动向，因 １９４９ 年以后道奇（Ｊｏｓｅｐｈ Ｄｏｄｇｅ）主导的财政紧缩政策而发生改变。

战时供不应求的状态已成过去，经济统制逐渐被解除。 虽然在此意义上讲，战时经济的确已成过

去，但并非所有领域都已发生变化。 全面贸易统制虽已告结束，但 １９４９ 年制定的外汇及外国贸易

管理法，仍为政府保留了管理外汇的权限。 增资、发债须由政府加以调整，资金长期流动实质上也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中村隆英『戦時日本の華北経済支配』、山川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１６２—１８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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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政府操作。 因而，经济的基干部分，仍部分保留了战时所建立的计划统制制度。
有学者曾强调日本社会在总体战体制下发生的全面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战后的延续。① 但

战后日本并非照原样继承总体战体制，不少历史学家指出战后变革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并对上述延

续论加以批判。② 其后的研究则基于新发现的史料，试图从延续和变化两方面作实证性探讨。③

再看中国。 在以国民党为核心的各政治派别合作的政治体制形成后，经济方面，无论国统区还

是日占区，都向国营企业、国策企业和统制经济显著倾斜。 其统制的程度和内容并不相同，除资源

委员会在国统区开展的工作、抗战初期的对外贸易统制以及东北和华北地区重工业及化学工业的

发展等外，也难称成果丰硕。 尽管如此，在战时困难条件下，通过国营企业和统制经济曾取得过一

定成果，这一经验对战后中国经济的运营和管理仍产生过不小影响。 东北地区重工业和化学工业

的突出发展，虽说留下了经济结构扭曲的负遗产，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业化发挥了巨大

作用。④ 此外，在华北地区，电力网建设和矿业、工业的开发也得到继承。⑤

不过，战后中国也并非原样继承了战时经济。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国民政府决定开放外汇市场，经济

管理方向由统制趋向开放⑥，参与以美国为核心形成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以促进生产资料进口，
加速经济恢复。 但受到比实际交易水准稍高的外汇比率刺激，并为满足国内重建需求，实际大量进

口的是美国的棉花和消费品；出口则因国内生产无力顾及，再加受较高外汇比率所阻而迅速跌落。
由此出现巨额贸易赤字，许多工商业者受进口商品压迫而抨击经济开放政策。 国民政府于是放弃

了经济自由化，１９４７ 年 ２ 月公布恢复日常生活用品配给制度的《紧急经济措施方案》，重归统制

经济。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打出新民主主义旗帜，其经济方面的最优先课题是结束战争和

战后混乱造成的凋敝，恢复国民经济。 为此所采取的政策是恢复生产力、重建流通机构和货币制

度、减税并调低贷款利率、放宽统制、支持民间企业，以活跃市场经济。⑦ 同时，制定公司法（尽管很

简单），在各地组织投资公司以吸纳民间资金，并用以支持企业。⑧ 如此，民间企业和市场经济重新

恢复活力，经济形式初见好转。
不过，１９５０ 年 ６ 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于 １０ 月参战，向朝鲜派出兵员约 １３０ 万人，其财政负担

占国家预算过半。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被削弱，以换汇为目的的出口和进口国内产业所需

要的原料、机器等遭遇重大困难。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调整方向，重新加强战时体制。⑨ 日中战争

时期曾主导统制经济计划的资源委员会的许多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其意义重大。􀃊􀁉􀁒

而且，许多有实力的民间工商企业，或已迁往海外，或已难以为继。 自 １９４６ 年下半年始，为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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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战后经济混乱和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民间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开始纷纷避往香港、台
湾地区以及外国，此动向自 １９４８ 年下半年进一步加速。 此外，通过 １９５１—１９５２ 年的“三反” “五
反”运动，也加强了对民间工商业者的经济统制。① 国内政治思想管控加强，铲除残存于各地反政

府武装的“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开展起来。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始，“思想改造”也揭开了序幕。
在上述内外环境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彻底实行支撑战时体制的计划经济，即推动社会主义

改造。 １９５２ 年下半年开始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１９５４ 年 ２ 月的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通过

了“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形势

发生巨变后，即彻底实行支撑战时体制的计划经济的道路。

结　 语

２０ 世纪东亚的总体战体制，形成于日中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及中国。 在日本国

内，为发动侵略战争而采取了构建战时经济、国民总动员的政策，这些政策并影响到日本的殖民地

朝鲜、台湾。 而在中国，则为抵抗侵略而建立战时经济、动员国民，同时也对实施宪政、实现民主进

行摸索。 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曾被日本统治的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战时体制则是促成其战

后民族独立的要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日本，战争时期形成的计划和统制体系被应用于战后重建，在战时

经济解除后依然发挥影响。 而在中国，战时统制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暂时中断，而后再

度复活。 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下，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又为构建强有力的战时体制而选

择了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道路。

〔作者久保亨，日本信州大学人文学部特任教授；译者袁广泉，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

授〕
（责任编辑： 马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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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ａ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ｌｙ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ｇａｉｎ． Ｌａ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ｈｏｓｅ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ａｄ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Ｂａｃｋｓｔａｇｅ Ａｒｅ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ａｄｒｅｓ ｉｎ Ｔａｉｎ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Ｙａｎｇ Ｋｕｉｓｏｎｇ （１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ｒｉｔ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ｉｎｔｏｎ， ｉｎ 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Ｆａｎｓｈｅｎ，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ｌ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ａｎｇ， Ｌｕｃ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ｈｅ ｈａ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Ｈ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 ｃｌａｓ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ｌ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ｗｈｏ ｕｓ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ｎｏ ｌａｎｄ ｏｒ ｌｉｔｔｌｅ ｌａｎｄ． ” Ｔｈｅｓ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ｗｈｏ
ｃｒａｗｌ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ａ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 ｏｆ ｓｅｌｆｉｓ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ｂｅｉｎｇ ｏｆｔｅｎ ｅａｓｙ ｔｏ ｇｏ ａｓｔｒ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ｂｕｓ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ｉｎｔ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ｓｋｅｄ： ｃｏｕｌｄ ｔｈｅｙ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ｇ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ｌｅａｄ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ｔｏ ｓｔａｎｄ ｕｐ， ａｎｄ ｇｅｔ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ｕａ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Ｉｆ ｔｈｅｙ 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ｓｕｃｈ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ａ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ｆａｃ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ＰＣ ｔｈａｔ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ｔｏ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Ｃａｓｈ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ａｎ Ｘｉａｏｘｉａ （２８）……………………………

　 　 Ａｒｏｕｎｄ １９３７，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ｄｅ ｐｌａｎｓ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ｉｄ ａ ｌｏｔ
ｏｆ ｗｏｒｋｓ ａｂｏｕｔ ｆｕｎｄ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ｐａｒｔ， ｎｅｅ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ａｒ．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ａｓｈ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ｕｆｆｅｒ ｌｏｓ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ｘｔ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ｒ，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ｉｒｍ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Ｔｈｅｓ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ｙ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ｏ ａ ｇｒｅａｔ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ａｓｈ， ｂｏｎｄｓ ａｎｄ ｓｉｌｖｅｒ ｗａｓ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ｓｈ ａｎｄ ｂｏ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ｌ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ｌｖ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ｏａｌ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ｗａ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２６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Ｘｉｅ Ｒｅｎ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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